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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繫年》虚詞的用法重審
其文本的可靠性

———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

尤鋭（ＹｕｒｉＰｉｎｅｓ）

一、引言

清華大學所藏戰國楚竹書《繫年》的刊佈，對於中國古代史

學史的研究意義重大。衆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出

土文獻大量面世，引發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巨大變革，尤其是

在對中國古代宗教、行政制度、法律、社會體制以及思想史的研

究方面都産生了極大影響。然而就史學史研究而言，《繫年》與其

面世之前的出土文獻似乎没有很大的關聯。那些文獻中有史學

色彩的資料大部分屬於西方學者稱爲“逸事體”的文獻（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這些“逸事體”文獻，如史嘉伯（ＤａｖｉｄＳｃｈａｂｅｒｇ）先

生所指出，不是純史學作品，而是介於“史”與“子”之間。① “逸

事體”作品的核心是歷史的教訓（政治或道德教訓）：通過記述

古代賢人的言論或後人對其評價來教育讀者古代政治家成敗的



①

本文寫作受到以色列科學基金（ｇｒａｎｔＮｏ．２４０／１５）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ｉｐｓｏｎＣｈａｉ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的資助。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羅新慧君和陳民鎮

君對本文進行的指正和校對。

ＤａｖｉｄＳｃｈａｂｅｒ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犜犺犲犗狓犳狅狉犱犎犻狊狋狅狉狔

狅犳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犠狉犻狋犻狀犵，ｖｏｌ．Ｉ：犅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狊狋狅犃犇６００，ｅｄ．ＡｎｄｒｅｗＦｅｌｄｈｅｒｒ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Ｈａｒｄ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第３９４—４１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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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逸事體”文獻是戰國時代史學作品的主流，《左傳》裏面

的許多故事都具有明顯的“逸事體”色彩，而之後的作品，如《國

語》、《戰國策》、《晏子春秋》以及《韓非子》、《吕氏春秋》的部分内

容等都是比較典型的具有“逸事體”風格的資料。而在出土文獻

中，“逸事體”類作品也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上海博物館所藏的

楚國竹書中就有許多“逸事”，另外還有馬王堆漢墓的《春秋事

語》①、《戰國縱横家書》、慈利石板村的類似《國語·吴語》的文

獻②、雙古堆漢墓的《説類雜事》③等。儘管這些文獻在一定程度

上擴大了我們對戰國歷史的瞭解，但是它們本身都具有教學訓

誡性質，其内容與史事的關係不大，史學價值比較有限。④

除“逸事體”類文獻以外，新出土的文獻還有“編年體”類資

料，例如睡虎地１１號秦墓的《編年記》、雙古堆漢墓受損嚴重的

編年記類的作品，以及尚未出版的印臺６０號漢墓及松柏１號漢

墓的“葉書”⑤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編年體的作品不同

於公元３世紀被盜掘的汲冢的《竹書紀年》：後者來源於晉國和

魏國史官的文獻，而前者則屬於私人記事類，史料價值並不大。

綜上所述，可以説：清華大學所藏竹簡《繫年》面世以前，新出土

的文獻對史學史研究，其價值並不十分顯著。這種情况恰恰與

①

②

③

④

⑤

吉本道雅：《〈春秋事語〉考》，《泉屋博物館紀要》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３７—５２
頁；ＹｕｒｉＰｉｎ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犆犺狌狀狇犻狌

狊犺犻狔狌，”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狊３１（２００３），第１０１—１２６頁。

張春龍：《慈利楚簡概述》，艾蘭（ＳａｒａｈＡｌｌａｎ）、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

第４—１１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説類雜事〉研究》，李宗焜編：《出土材料與新

視野》第６１３—６６７頁，臺北“中研院”２０１３年。

有關中國古代的“逸事體”資料及其對歷史學的限制並見ＰａｕｌｖａｎＥｌｓ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Ａ．Ｑｕｅｅｎ，ｅｄｓ．，犚犺犲狋狅狉犻犮犪犾犝狊犲狊狅犳犃狀犲犮犱狅狋犲狊犻狀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犪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２０１７）。

李零：《視日、日書和葉書———三種簡帛文獻的區别和定名》，《文物》２００８
年第１２期，第７７—８０頁；陳偉：《秦漢簡牘〈葉書〉芻議》，《簡帛》第十輯，第８５—８９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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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出土資料對史學的影響形成對比：汲冢被盜的諸多文獻中

唯一具有深遠影響是一部史書，即《竹書紀年》，其對後世的史學

思想，尤其是對所謂“史評”風格的産生具有極大意義；①而新出

土的資料對史學影響甚小。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瞭解爲何《繫年》具有極高的史學

價值。筆者認爲《繫年》的重要性主要體現爲三點：第一，它爲

中國先秦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提供了新的而且是特别值得注

意的材料，例如有關西周滅亡（第二章）②、秦國的起源（第三

章）③、齊國長城的建立（第２０章）④、戰國初葉楚國及晉、齊、越

的關係等，可以讓我們重新瞭解西周以及戰國初葉一些政治、軍

事、外交關係等方面的問題。第二，《繫年》的文體與其他的傳世

或出土的歷史文獻不同，學者早已提出它既不像《春秋》經傳，也

不像“逸事體”文類，而更像後代的“紀事本末”類作品。⑤ 因而，

《繫年》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古代史學分類的瞭解。第三，

由於大部分《繫年》的資料與《左傳》相同，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對

①

②

③

④

⑤

有關汲冢的資料，參看夏含夷（ＥｄｗａｒｄＬ．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犚犲狑狉犻狋犻狀犵

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犜犲狓狋狊（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有關《竹書

紀年》的最新研究見程平山：《竹書紀年與出土文獻研究之一：竹書紀年考》，中華

書局２０１３年。有關《竹書紀年》對後代史學的影響，見邱鋒：《〈竹書紀年〉與晉唐間

的史學》，《史學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２４—３２頁。

見沈載勳：《傳來文獻 權威 對 挑戰：清華簡 ［繫年］

周王室東遷》，《歷史學報》（韓）２２１號（２０１４），第２６１—２９６頁（本人所見不是原來

的韓文而是日文翻譯本，由吉本道雅先生翻譯，發表於沈載勳先生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ｄｕ
網站）。

詳見拙作“Ｚｈ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ｍｂｏｏ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Ｘｉｎｉａｎ，”犜狅狌狀犵犘犪狅１００．４ ５，第２９９—３０３頁。

見陳民鎮：《齊長城新考———從清華簡〈繫年〉看齊長城的若干問題》，《中

國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５—１９頁。

見許兆昌和齊丹丹：《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古代文明》２０１２
年第６期，第６０—６６頁；廖名春：《清華簡〈繫年〉管窺》，《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科學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５１頁，並拙作“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犣狌狅狕犺狌犪狀ａｎｄｔｈｅ犡犻狀犻犪狀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ｉｎ犚犺犲狋狅狉犻犮犪犾犝狊犲狊狅犳犃狀犲犮犱狅狋犲狊犻狀犈犪狉犾狔

犆犺犻狀犪（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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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文獻進行系統的比較，以便更深刻地瞭解他們所引用的

原始資料，並提高我們對《左傳》性質及其可靠性的理解。這對

整個中國史學史將有巨大的影響。①

然而，在利用《繫年》之前我們首先要確認該文本的真僞。

由於清華大學所藏的竹簡不是被考古學家發掘而是在香港購

得，遂引起一些學者質疑：竹簡究竟是真是假呢？或者部分是

真其他爲假？學術界公開質疑清華竹簡真僞的並不多，②但國

外的同行在學術會議時常常質疑：我們怎麽能用不是通過考古

發掘的不可靠的資料呢？還有一些同行如金鵬程（ＰａｕｌＲ．

Ｇｏｌｄｉｎ）先生更是對利用盜墓者所盜掘的資料提出了根本的道

德上的批判：如果國内大學繼續購買該類資料、學者繼續利用

它，那我們是不是相當於在間接地跟盜墓者合作呢？③ 金先生

的意見值得注意，但是我覺得其結論———即，永遠不要用任何非

法的資料———不免過於極端了。我本人不敢提出類似金鵬程這

①

②

③

《左傳》的性質及其可靠性引起了國内、國外學術界的極大的分歧，詳見

ＤａｖｉｄＳｃｈａｂｅｒｇ，犃 犘犪狋狋犲狉狀犲犱 犘犪狊狋牶犉狅狉犿 犪狀犱 犜犺狅狌犵犺狋犻狀 犈犪狉犾狔 犆犺犻狀犲狊犲

犎犻狊狋狅狉犻狅犵狉犪狆犺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Ａｓｉａ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１）；Ｙｕｒｉ

Ｐｉｎｅｓ，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犜犺狅狌犵犺狋：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犔犻犳犲犻狀狋犺犲犆犺狌狀狇犻狌

犘犲狉犻狅犱，７２２ ４５３犅．犆．犈．（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ａｎｄＬｉ

Ｗａｉｙｅｅ，犜犺犲 犚犲犪犱犪犫犻犾犻狋狔 狅犳 狋犺犲 犘犪狊狋犻狀 犈犪狉犾狔 犆犺犻狀犲狊犲 犎犻狊狋狅狉犻狅犵狉犪狆犺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以及這三本書所引用的資料。有關

《繫年》及《左傳》的初步比較，見吉本道雅：《清華簡繫年考》，《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

紀要》第５２號，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４頁，並拙作“Ｚｈ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第

３０３—３１５頁。

例見姜廣輝和付贊：《清華簡〈尹誥〉獻疑》，《湖南大學學報》２０１４年第３
期。作者們指出：“我們於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日寫成此文，隨即投到北京一家頗有聲望

的學術期刊，該學術期刊主編曾表示願意刊登此類文章。但文稿投去後却如石沉

大海一般，延至現在才在湖南發表。此次發表，於原稿一字未改。”（ｈｔｔｐ：／／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４ａ０４１１３ｄ０１０１ｔｈｙ７．ｈｔｍｌ。）對該文章的反駁見王寧：《〈清華簡

《尹誥》獻疑〉之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ｚ．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ｈｏｗ．ａｓｐ？Ｓｒｃ＿ＩＤ＝２２９８

＃＿ｅｄｎ１。

ＰａｕｌＲ．Ｇｏｌｄｉｎ，“犎犲狀犵狓犻犪狀 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Ｌｏｏｔｅｄ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犇犪狅１３（２０１３），第１５３—１６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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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廣泛的原則上的問題，也不敢討論清華簡全部文獻的真僞，但

我覺得就《繫年》而言，我們可以解决其真僞問題。以下我想通

過《繫年》的虚詞用法來證明：《繫年》是可信的，而且是極爲珍

貴的歷史資料。

在討論《繫年》虚詞用法之前我要坦承：我不是語言學家，

研究虚詞的用法也不是我的專業。在準備這項研究的過程中，

我受益於中國同行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陳民鎮先生的一些文

章對我有巨大的啟發性。①然而跟之前學者不同，我的目標並不

是從語言角度來討論《繫年》的虚詞，而是通過這些虚詞使用的

特點來證明《繫年》的真實性並討論其資料的來源和史學價值。

二、《繫年》虚詞用法的地域特點和時代特徵

《繫年》毫無疑問是楚國的作品，這一點已由陳偉先生證

明。② 然而其原始資料不單是楚國史官的作品，其來源是多元

的。③《繫年》的許多章節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有的事件集中發

生在楚國，而有的則集中在晉國、秦國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個别章用了不同的紀年方式：前４章用的是西周王年，而其他

的１９章則分别爲楚王、晉侯的紀年。④ 我們可以推測單章的紀

年方式及其叙事焦點的不同可能反映了其原始資料的來源亦不

①

②

③

④

見陳民鎮：《清華簡〈繫年〉虚詞初探》，《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二輯，第

３８—５９頁，暨南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並陳先生的早期文章《〈繫年〉“故志”説》，《邯

鄲學院學報》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４９—５７、１００頁。又見陳迎娣：《〈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簡（貳）〉虚詞整理》，簡帛網，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ｍ．ｏｒｇ．ｃｎ／ｓｈｏ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１８４６。

見陳偉：《清華大學藏竹書〈繫年〉的文獻學考察》，《史林》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第４４—４６頁，及拙作“Ｚｈ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第２９７—２９８頁。

見陳民鎮：《〈繫年〉“故志”説》。

其中第三、第五章都没有具體的年代紀年，然而它們的年代範圍明顯地歸

於西周及楚王的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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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４章是來自周王朝史官的作品，還是通過列國朝廷史官

的纂修而成，尚待進一步考察，但目前我傾向於認爲它們來源自

周王朝的史官記載，而其他章則屬於楚國及晉國的作品。按照

每章的紀年方式及其叙事的焦點我將《繫年》分爲四部分。章

１—４來源於周王朝；章５、１１—１３、１５—１６、１９、２１—２３來源於楚，

章６—１０、１４、１７、２０是晉國的作品，而第１８章混用楚、晉的紀

年，則可能是綜合了這兩個國家的史料。詳見表１：

表１　《繫年》各章的内容提要及其叙事焦點

章號 竹簡號
年　代

（公元前）
紀年

焦點

（國）
内 容 提 要

１ １—４ 約１０４６—７８９ 周 周 西周的盛衰

２ ５—１２ 約７８０—６７８ 周
周、晉、

鄭
東周初晉、楚、鄭史

３ １３—１６ 約１０４２—７７０ ｛周｝ 秦 秦的起源

４ １７—２２ 約１０４０—６２９ 周 衛 衛國早期史

５ ２３—３０ ６８４—６８０ ｛楚｝ 楚 楚的崛起

６ ３１—４０ ６６０—６３５ 晉 晉
晉的内亂及晉秦聯

盟的起源

７ ４１—４４ ６３３—６３２ 晉 晉 晉、楚鬥争

８ ４５—４９ ６３０—６２７ 晉 晉 晉、秦聯盟的分裂

９ ５０—５３ ６２０ 晉 晉
晉的内亂及晉秦關

係的惡化

１０ ５４—５５ ６２０—６１５ 晉 晉 晉、秦鬥争

１１ ５６—６０ ６１７—５９４ 楚 楚 楚、宋鬥争

１２ ６１—６２ ６００ 楚 楚 楚、鄭、晉的鬥争

１３ ［６３—６５］ ５９７ 楚 楚 楚、鄭、晉的鬥争

１４ ６６—７３ ５９２—５８９ 晉 晉 晉、齊鬥争

１５ ７４—８４ ５９９—５０５ 楚 楚 楚、吴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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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章號 竹簡號
年　代

（公元前）
紀年

焦點

（國）
内 容 提 要

１６ ８５—９０ ５８４—５７４ 楚 楚、晉
楚、晉的和平協議及

其破壞

１７ ９１—９５ ５５７—５４８ 晉 晉 晉、齊鬥争

１８ ９６—１０３ ５４６—４９１ 楚、晉 晉、楚
楚、晉關係及晉的

弱化

１９ １０４—１０７ ５４１—４９３ 楚 楚 楚、吴鬥争

２０ １０８—１１３ ５８５—４３０ 晉 晉

晉、吴和晉、越的聯

盟；晉、越 和 齊 國

鬥争

２１ １１４—１１８ 約４２１—４２０ 楚 楚 楚、晉鬥争

２２ １１９—１２５ ４０４—４０３ 楚
晉、越、

齊
晉、越跟齊國鬥争

２３ １２６—１３８ 約４００—３９６ 楚 楚 楚跟晉、鄭的鬥争

除了每章的叙事焦點及紀年方式不同，我們還可以從虚詞用法

來證明《繫年》資料的多元性。陳民鎮先生早已注意到《繫年》虚

詞用法的一些特色，我在其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這些特色，

主要是討論虚詞的地域和時代區别。首先來看其中兩個連詞，

即“及”和“與”的用法。與其他楚國出土文獻不同，《繫年》雜用

“及”和“與”。前者在楚國出土文獻中是極爲罕見的（按照張玉

金先生的統計只出現６次），①而《繫年》中連詞“及”出現了１４

次。② 這一現象首先反映出《繫年》的史學文獻特徵：在《春秋》

及《左傳》中用作連詞的“及”是較普遍的，而在大部分戰國文獻

①

②

見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虚詞研究》第２５１—２８１頁，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我的統計引用陳迎娣女士上述文章的統計資料，與陳民鎮先生具有一定

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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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比較罕見。①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後期詮釋《春秋》經的學

者已經不懂《春秋》的“及”字用法，認爲是動詞，因而《公羊傳》及

《穀梁傳》在解釋包含連詞“及”字的經文時常常誤解經義。② 然

而《繫年》中的“及”字用法不但反映出其文獻類别（即史類）的特

徵，而且還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表２統計了“及”和“與”這兩

個連詞在不同國家資料出現的情况：

表２　連詞“及”和“與”在不同列國資料的出現

周 晉 晉、楚（第１８章） 楚

及 １ ９ ３ １

與 １ ３ — １１

　　表２的統計是很有意思的。除了雜用楚、晉資料的第１８章

以外，其他章用連詞“及”字１１次，其中１０次都來自有關周及晉

國的諸章，而在與楚國有關的章節中僅一見。與此相反，連詞

“與”一共出現１５次，其中１１次是在與楚有關的各章，而在與

周、晉相關的章節中僅出現４次。這個現象，即楚國的資料多用

連詞“與”而“及”字則比較罕見，恰恰與張玉金先生對出土的楚

國資料的統計是相吻合的。

除了“及”字和“與”字以外，在其他虚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地域性的區别。例如副詞“乃”與“遂”都表示動作行爲或事情在

時間上具有前後相承的關係（英文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ｕｐｏｎ）。表３總

結這兩個副詞在不同國家的資料區别：

①

②

見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虚詞研究》第６４８—６５２頁。

詳見ＮｅｗｅｌｌＡｎｎＶａｎＡｕｋｅｎ（方妮安），“犛狆狉犻狀犵犪狀犱犃狌狋狌犿狀Ｕｓｅｏｆ犑í
及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犌ō狀犵狔á狀犵ａｎｄ犌ǔ犾犻á狀犵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漢語與漢

藏語研究：方言、音韻與文獻》（史皓元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ａｎＮｅｓｓＳｉｍｍｏｎｓ］、方妮安編：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繫列之五十三）。“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２０１４年，第４２９—

４５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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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副詞“乃”和“遂”在不同列國資料的出現

周 晉 晉、楚（第１８章） 楚

乃 １４ １４ １ ３

遂 １ ５ ２ ７

與上述“及”、“與”例子相同，“乃”字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它一

共出現３２次，其中２８次在周和晉國的資料中，而在楚國資料中

僅出現３次。與此不同，“遂”字用法則没有明顯的地域特色。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乃”字與“遂”字的使用區别可能是時

代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乃”字一共出現３２次，其中３０次是

在第１到第９章，其内容主要是西周及春秋早期的歷史。而

“遂”字一共出現１５次，其中僅有１次出現在西周、春秋初葉的

叙事，其他都出現在討論春秋中葉以後的章節。詳見表４：

表４　副詞“乃”和“遂”在不同章的出現

章號 １—４ ５ ６—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２３

乃 １４ ２ １４ ２

遂 １ ３ ３ ２ １ ２ １ ２

“乃”字和“遂”字是否具有前後的關係，即較早的資料用“乃”字而

春秋中葉以後才用“遂”字呢？或者“遂”字接受了“乃”字的一部分

功能，而從春秋末葉以後兩個字則有明顯的區别？此事待考。①

① 羅新慧教授指出：“西周銘文常用是‘乃’字，但是西周晚期的金文中，就已

可見‘乃’與‘遂’並用的例子，如１９７２年陝西武功出駒父盨‘南中邦父命駒父即南

諸侯，帥高父視南淮夷，厥取厥服，至，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迎視我，厥獻厥服。

我乃至于淮，小大邦毋敢不敥俱迎王命’。‘乃’與‘遂’在這裏都表示時間上的承接

意義。然而，‘乃’與‘遂’意思雖然相近，但在語氣上還是有所不同，兩者恐怕不能

相互替代。戰國時期的文獻中‘乃’仍然很常見。這説明它雖然起源早，但沿用的

時間也很長，在許多情况下，没有被‘遂’取代。從這個角度來説，用‘乃’和‘遂’來

説明時代的早晚可能不是非常可靠。”在此向羅新慧教授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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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不知道之前是否有學者已經研究過“乃”和“遂”副詞用

法的時代性區别，但我要舉例的第二個時代性區别的例子，即介

詞“于”和“於”的使用特點，這早已被許多學者討論過。① 一般

認爲，西周以及春秋初葉的資料只用“于”字，此字常用於書面

語，例如《春秋》經只用“于”。“於”字的出現則較晚，在春秋時代

晚期較爲常用，戰國時代則極爲普遍了。《繫年》跟《左傳》一樣，

雜用介詞“于”、“於”，但是前者的使用比《左傳》要更爲普遍。據

陳民鎮統計，《繫年》有７４個“于”和５４個“於”字。其時代性的

分别是非常明顯的，例如《繫年》前四章（即西周章）有２８個“于”

字，而“於”字只出現過一次。與此相反，後三章（即戰國初葉章）

中有１９個“於”而“于”則只出現了５次。在後三章的“于”字的

用法是比較特殊的，這五個例子如下：

１．楚簡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２１·１１４）

２．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

會晉公，卒于鼬。（２２·１１９）

３．越公與齊侯貸、魯侯衍盟于魯稷門之外。（２２·

１２０—１２１）

４．晉公獻齊俘馘於周王，遂以齊侯貸、魯侯羴（顯）、宋

公田、衛侯虔、鄭伯駘朝周王于周。（２２·１２４—１２５）

５．楚聲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鄭伯駘皆朝于楚。（２３·１２６）

這五個例子都記載了國家的大事，即朝聘、會盟、國君的去世等，

它們的風格與《春秋》經是非常相近的，因而我們可以推測它們

是出自楚國史官的、性質類似《春秋》的正式資料（見以下更詳細

① 見何樂士：《左傳虚詞研究》第８１—１１２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４年；趙大明：

《左傳介詞研究》第３４—１５８頁，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有關出土資料中的

“于”、“於”字的用法見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第６１—１０６頁。《繫年》中的“于”、

“於”字的用法已經被陳民鎮先生比較詳細地討論過，見其《清華簡〈繫年〉虚詞初

探》第３９—４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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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這意味着《繫年》中“于”字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其原始資料的特徵。編纂者在抄寫原始資料的時候保存了

“于”、“於”字的區别是符合風儀誠（ＯｌｉｖｉｅｒＶｅｎｔｕｒｅ）先生早就指

出的：傳寫古文獻的時候戰國時代的史官一直保存“于”／“於”

的原來的面貌。①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繫年》中的“于”、

“於”字的使用法不僅反映出其原始資料的類别，又具有鮮明的

時代特徵，這與《左傳》十分相近。因而，無論是從地域方面還是

從時代方面，《繫年》的虚詞使用法具有明顯的區别，該區别證明

其資料來源的多元及其可靠性。

綜上，我們的討論證明：《繫年》的虚詞使用具有明顯的地

域性與時代性的差别，而這樣的差别正反映了《繫年》原始資料

的語言特色。這個結論排除了《繫年》是僞造的可能性。因爲無

論僞造者多麽出色，他是無法創造出周代虚詞用法的地域和時

代的區别的，這是難以置信的。之前有學者從《繫年》歷史内容

角度來判定其材料的可靠性，這對筆者很有啟發；②然而我認爲

從語法的角度對《繫年》的真僞提出證據是更有説服力的。

上述討論對《繫年》資料的來源也有一定意義。首先它證明

陳民鎮先生有關《繫年》資料的多元性的推測是有道理的：《繫

年》確實引用了楚、晉以及很可能是周王朝史官所撰寫的作品。

這個作品———起碼其中大部分———是書寫的而不是口傳的；否

則《繫年》無法保存原來的“于”／“於”的區别。

以下我想進一步討論《繫年》資料的來源及其性質。通過這

些討論我希望提高我們對《繫年》可靠性的認識。

①

②

風儀誠：《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

二輯，第８１—９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見黄錦前：《“許子佗”與“許公佗”———兼談清華簡〈繫年〉的可靠性》，簡帛

網，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ｍ．ｏｒｇ．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１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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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繫年》資料來源的一些推測

在先秦史和先秦史學史的研究中存在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先

秦史學作品的性質。傳世文獻記載了許多史學或具有史學色彩

的作品，例如《國語·楚語》所記載的《春秋》、《世》、《語》、《故志》、

《訓典》等文獻，但是我們無法確認這些文獻的性質、寫作方式及

其可靠性。除了《春秋》經文以外我們基本上没有先秦史學家的

原始資料。《左傳》及一些其他的傳世文獻，像《國語》等吸收了早

期春秋史官的作品，但是有關該書的性質及其原始資料的引用方

式仍然存在較大分歧。① 通過分析《繫年》的内容及其與《春秋》、

《左傳》的比較，我們可以進一步提高對先秦史學資料的瞭解。

首先我要集中討論上面提過的《繫年》中類似《春秋》經的資

料。爲了進一步瞭解其特徵，我們先來分析《繫年》第２２—２３章

的獨特風格。《繫年》其他章在涉及國君的時候都用其國别＋謚

號＋爵位（如齊襄公、鄭武公、楚文王等），而最後這兩章則有所

不同：它們對楚國國君的稱呼没有變化，而對其他國家君主則

均用國＋爵＋人名（諱）（如齊侯貸、鄭伯駘等）。值得注意的是，

《繫年》第２２—２３章所用的是周王朝所决定的諸侯的爵位：因

而，只有宋公被稱爲“公”；其他的諸侯國君被稱爲“侯”（齊、魯、

衛國君）或者“伯”（鄭國國君）。唯一的例外是晉國國君，他仍然

被稱爲“公”而不是“侯”。類似的稱呼方式與魯國的《春秋》是非

常相近的。這進一步加强了我們的上述推測，即章２２—２３中竹

簡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５和１２６的内容可能引自楚國類似

《春秋》的作品（即孟子所稱楚《檮杌》）。

① 詳見吉本道雅：《左傳探源説序》，《東方學》第８１號，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２７
頁；王和：《左傳材料來源》，《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１６—２５頁。以及本文

第２１８頁，脚注１所引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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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要進一步思考：這個與《春秋》類似的作品是直接

被《繫年》編纂者引用還是間接引用（即首先從楚國與《春秋》類

似的作品進入别的、叙事體的歷史作品，之後又被《繫年》所引

用）？筆者認爲後者更有可能。如果楚《春秋》與魯《春秋》的“書

法”是相同的，而按照魯《春秋》的“書法”，稱諸侯名諱是比較罕

見的，一般是國君去世以後才可以。而上述的例子都在記載會

盟、朝聘等大事，而這些記載在魯《春秋》中從來不用諸侯名諱。

因而，很可能在原始的楚國類似《春秋》的作品中只有國别和諸

侯的爵位，而他們的名字是後人添加的。爲什麽後人没有用其

他國家國君的謚號呢？筆者認爲這可能是因爲那些史官在記載

這些諸侯人名的時候還不知道其謚號，也就是説該諸侯那個時

候尚在世。那麽，添加晉、齊、魯、宋、衛、鄭國君名諱的史學家是

《繫年》的編纂者還是更早的楚國的史官呢？

我們可以確認《繫年》的編纂是公元前３８１年以後的事情，因

爲《繫年》第２３章第１２７簡記載了楚悼哲王的謚號，而悼哲王／悼

王是在公元前３８１年去世的。章２２—２３所提的六國國君在位年

代如下：晉公止是晉烈公（約前４１５—前３８９年在位）；齊侯貸是

齊康公（約前４０４—前３９１年在位，去世於前３７９年），魯侯顯是

魯穆公（約前４１０―前３７７年在位）、衛侯虔是衛慎公（約前

４１４—前３８３年在位）；宋公田是宋休公（約前４０３―前３８５年在

位）；鄭伯駘是鄭繻公（約前４２２—前３９６年在位）。儘管目前對

這些國君在位的時間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大概可以判斷：其中

四位國君比楚悼王去世得早，《繫年》編纂者肯定應該知道他們

的謚號。而不知道這些國君謚號的人應該是公元前４世紀初的

楚國的史官。他們可能把楚國類似《春秋》作品的記載抄寫到自

己的叙事體歷史作品中，在抄寫的時候添加了外國國君的名諱。

《繫年》的編纂者抄寫了楚國的這個叙事體的歷史作品，但没有

徹底修改它，仍然保存了楚《春秋》的風格及楚史官的記載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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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君名諱的方式，他做出的唯一的修改可能是添加楚王的謚號。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確認：第一，《繫年》的主要的原始資料是叙

事體的；第二，該資料裏面也存在着楚史官類似《春秋》作品的一

些字句；第三，該類似《春秋》的作品的原始面貌在兩次抄寫過程

中仍然被保存下來。綜上，我們可以推論，這種資料的可靠性是

比較高的。

如果我以上推測無誤，則《繫年》的主要原始資料是楚、晉等

國的叙事體歷史作品，其作品引用了列國“正史”（即類似《春秋》

的資料）及許多不同的史官記載，但是也包含一些口傳資料，後

者則不是完全可靠的。爲了説明這個現象我要集中討論唯一的

例子：即《繫年》第１５章。這章全部討論楚和吴之間的鬥争，其

内容跟《左傳》是非常相近的。因篇幅所限我不對此章進行詳細

討論，而是集中討論其與《左傳》的相同與不同之處，以便進一步

瞭解《繫年》資料的來源及其特徵。表５將《繫年》第１５章分爲

１０個小節，每節的内容簡略地與《左傳》相比較。

表５　《繫年》第１５章與《左傳》比較

節號 《繫年》原文 與《左傳》比較

１ 楚莊王立，吴人服于楚。

《左傳》没有相關的記載，除了

《左傳·宣公》８．３：（楚莊王十三

年）楚初“盟吴、越”。

２
陳公子徵舒取妻于鄭穆公，是

少�。

《左傳·宣公》９．６—１０．４：徵舒

不是公子，也好像不是少�（夏
姬）的丈夫（注釋家認爲他是夏

姬的兒子）。

３
莊王立十又五年，【７４】陳公子徵

舒殺其君靈公，莊王率師圍陳。

《左傳·宣公》１０．４及１１．５：圍

陳應該在楚莊王十六年。

４
王命申公屈巫蹠秦求師，得師以

【７５】來。
《左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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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節號 《繫年》原文 與《左傳》比較

５

王入陳，殺徵舒，取其室以予申

公。連尹襄老與之争，拕（奪）之

少�。連尹�（捷）於河【７６】澭，
其子黑要也或（又）室少�。

《左傳·宣公》１１．５和成２．６：大

同小異。

６

莊王即世，共王即位。黑要也死，

司馬子反與申【７７】公争少�，申
公曰：“是余受妻也。”取以爲妻。

司馬不順申公。王命申公聘於

齊，申【７８】公竊載少�以行，自齊
遂逃蹠晉，自晉蹠吴，焉始通吴晉

之路，教吴人反楚。【７９】

《左傳·成公》２．６和７．５：《左

傳》所記更詳細，並記載了司馬

子反殺掉申公家族事。此事成

爲申公“通吴晉之路”的主要原

因（《國語·楚語上４》記載與《繫

年》相近）。

７

以至靈王，靈王伐吴，爲南懷

（淮？）之行，執吴王子蹶由，吴人

焉或（又）服於楚。

《左傳·昭公》５記有其事，“楚無

功而還、以蹴由歸”；但其謂“吴

人焉又服於楚”則有誤，因爲楚、

吴鬥争仍然存在。

８

靈王即世，【８０】景平王即位。少

師無極讒連尹奢而殺之，其子伍

員與伍之雞逃歸吴。

《左傳·昭公》１９—２０詳細記載

了伍員（即伍子胥）的故事，但是

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是被楚王而

殺，没有另外的兄弟與伍子胥一

起出奔吴。其他文獻中也没有

“伍之雞”其人。

９

伍雞將【８１】吴人以圍州來，爲長

壑而洍之，以敗楚師，是雞父

之洍。

《春秋·昭公》２３．７及《左傳·昭

公》２３．５有雞父之役，但是没有

記載伍雞其人。

１０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８２】位。伍

員爲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

諸侯，以敗楚師于柏舉，遂入郢。

昭王歸【８３】隨，與吴人戰于析

（沂）。吴王子晨將起禍於吴，吴

王闔盧乃歸，昭王焉復邦。【８４】

按照《左傳·定公》４．３所記“伍

員爲吴行人以謀楚”，他的身份

並非太宰，太宰是“伯州犁之孫

嚭”。其他的内容則與《左傳·

定公》４—５年所記相同。《繫年》

第１５章没有記載秦派軍隊支持

楚人一事，但是《繫年》第１９章

則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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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年》１５章可以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節１—６）集中在申

公巫臣（即屈巫）的故事。屈巫是楚國的貴族及功臣，但由於

愛上了蛇蝎美人少�（即夏姬），他與其他卿大夫發生了矛盾，

結果是爲了娶夏姬屈巫離開了楚。他先奔於齊，然後至晉。

按照《左傳》的記載，楚司馬子反殺掉了屈巫的家族，而爲了報

復楚國，屈巫到了吴，建立了晉、吴聯盟並且教吴人“反楚”。

對比《繫年》與《左傳》，則可見兩者叙事大同小異，主要的區别

是前者比較簡略。《繫年》没有《左傳》中的許多細節描寫，包

括一些極爲重要的細節，比如屈巫的家族被楚人殺滅，這才讓

他成爲自己故國的仇敵。此外，《繫年》也有三個與《左傳》不

同的細節：第一，它把陳國的夏徵舒稱爲公子，這肯定是錯誤

的，因爲徵舒是陳宣公的曾孫。第二，《繫年》把夏姬稱爲徵舒

的妻子而不是像許多注釋家那樣認爲是其母親。學者已經指

出，在這個方面《繫年》好像比其他的文獻更接近史實。① 《繫

年》與《左傳》第三個區别是最有意思的，即第四節“王命申公屈

巫蹠秦求師，得師以來”。筆者認爲這個記載是完全不可靠的：

第一，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來説，楚莊王侵略陳國的時候用了“討

夏徵舒”的藉口，因而其征伐没有引起其他諸侯對抗，完全不需

要向秦求師。第二，秦離陳遠，其派兵支持楚軍從軍事角度來看

不太可能。筆者認爲《繫年》１５章記載屈巫的使命是與前５０６年

楚大夫申包胥的使命混在一起了。申包胥確實到秦，向秦公求

師以讓楚王抵抗吴國的侵略。《繫年》編纂者把申包胥的姓氏

“申”與屈巫的爵位“申公”混淆了，因而發生了這種錯誤。此事

證明，《繫年》編纂者除了可靠的歷史記載以外也引用了口傳的

① 見魏慈德：《〈清華簡·繫年〉與〈左傳〉中的楚史異同》，《東華漢學》１７號，

２０１３年，第２５頁；子居：《清華簡〈繫年〉１２～１５章解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２０００．ｃｏｍ／ａｄｍｉｎ／ｌｉｓｔ．ａｓｐ？ｉｄ＝５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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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這些故事不一定符合史實。

《繫年》１５章第二部分（節７—１０）集中講述了伍子胥的故

事。伍子胥本來是楚國大臣伍奢的兒子，由於其父被費無極

誹謗而被楚平王處死，伍子胥出奔吴，成爲吴國的軍師，幫助

吴打敗楚軍，甚至幾乎滅了楚國。這個故事在《左傳》等先秦

及漢代文獻中是極爲普遍的。① 《繫年》１５章所記内容與《左

傳》大同小異，但也比《左傳》簡略得多。後者的許多細節，如

人名、地名、干支紀日、官名等在《繫年》中很少見。此外，《繫

年》的叙事中又存在着幾個細節與《左傳》不同。值得注意的

是節８—９所記伍之雞（伍雞）的故事。按照《繫年》，除了伍子

胥以外伍奢還有另外的兒子名叫伍雞，他也奔吴並任吴國將

軍。子居先生早已指出，伍雞很可能只是由於“雞父”這一地

名（即吴軍所打敗楚軍的地名）而衍生的虚構人物。② 這個虚

構人物很可能是楚人的口頭傳説中的人物，不是書面的記載。

這也説明《繫年》的編纂者（或者爲其提供原始資料的楚國的

史官）除了利用了比較可靠的楚國史書也引用了其他的資料，

包括口傳的資料。我們特别要把前者與後者分開來，因爲其

可靠性的程度大不一樣。

四、結論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繫年》資料是極爲多元的，無論是從國别史的角度而

言還是從其所引史料的性質而言。《繫年》的編纂者直接或間接

①

②

詳見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ｐｉｃ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Ｗｕ

ＴｚｕＨｓü，”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４０（１９８１），第２５５—２７１頁。

子居：《清華簡〈繫年〉１２～１５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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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吸收了楚、晉、周王朝的史官作品，既包含有類似於《春秋》的

有正史特色的資料，同時包括有叙事體的資料以及一些口傳的

故事。其資料多元化與《左傳》相近，這可能反映出春秋末戰國

初史官的風格。

第二，儘管《繫年》的一部分内容與《左傳》相近（甚至與《左

傳紀事本末》類似的作品極其相似），但它並没有抄襲《左傳》。

二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區别。它們内容相近，很可能是因爲這

兩個文本的編纂者引用了共同的原始資料。但是，他們對這些

資料的使用又是不同的。《左傳》保留了更多細節，保存了（或者

改寫了？）許多言論、預言等，而這些在《繫年》中幾乎完全看不

見。因而從總體上説《左傳》比《繫年》更爲詳細，而《繫年》則集

中記載了當時主要的大國之間的關係，其目標是記述楚與其周

圍國家之間聯盟、戰争、外交等大事的變遷，其編纂者似乎對歷

史的教訓、褒貶等不太感興趣。①

第三，儘管《繫年》與《左傳》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區别，但是這

兩部文獻所描寫的春秋歷史大同小異，根本叙事是一致的。起

碼可以得出結論：從事實骨架而言，兩個文本都是可靠的，只有

一些細節的可靠性需要進一步考察。２０世紀的許多國内、國外

學者站在激進的“疑古”立場，質疑《左傳》的歷史學價值，對這種

看法，《繫年》提供了極有説服力的反駁。

第四，《繫年》跟許多戰國時代有歷史色彩的資料不同，它完

全不具備“逸事體”風格。它幾乎不引用古代賢人的言論，也没

有作者對歷史事件的評價，它不集中在歷史的教訓而重視事實。

這個特色是非常值得重視和討論的。筆者認爲《繫年》的面世極

① 有關《繫年》可能是爲當時政治家提供外交的參考資料，筆者與黄梓勇先

生不謀而合地提出了相似的推測；詳見拙作“Ｚｈ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第

３２１—３２３頁及黄先生的《論清華簡〈繫年〉的性質》，《清華簡研究》第二輯，第２４８—

２４９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２５４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

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先秦史學風格的了解，並走出以褒貶爲核心

的歷史觀。①

上述討論是我對《繫年》的初步研究成果，諸多不成熟之處，

請大家指正！

［尤鋭（ＹｕｒｉＰｉｎｅｓ）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教授］

① 筆者詳細地討論過這個題目，見拙作“Ｚｈｏｕ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